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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文化与都市想象：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中国电影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商

①
（下）

［美］张英进／著　苏　涛／译

摘　要：文章主要探讨性和道德这两个因素与中国电影的关系。在２０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及电影作品

中，妓女曾经是都市想象的焦点。对某些 “无法表现”的人物 （即名声不好、命运不好的妓女）的公众

表现，为电影制作者开辟了非常具有争议性的空间，如精英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观往往遭到大众及时行乐

或窥淫倾向的挑战。以当下的中国电影为参照，文章指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即电影对妓女的表现，

在经历了从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对街头妓女悲惨生活的同情之后，转向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对高级妓女风

花雪月生活的再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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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家女》中的女性身体和男性幻想

与郑正秋、孙瑜、吴永刚一样，沈西苓试图暴露社会不公，表达他对遭受苦难的女性的同情。他执

导的有声片 《船家女》是一部关于一个单纯、可爱的女孩被迫卖淫的影片。

在片中的一个妓院的场景中，一名妓女在小斟了几杯酒之后，唱起了她悲惨的命运。妓女唱起悲伤

的歌曲这一幕，发生在 《船家女》即将结束的部分，并与一个混乱的场景交替切换：高铁———一名工

人，闯入妓院营救他的恋人阿玲，却被警察逮捕。通过强化这种戏剧化的———尽管是徒劳的———方式来

表现社会不公，沈西苓继续了中国电影制作者在叙事上的努力以及构建都市娼妓文化的意义。

但是，不同于 《神女》中单调乏味的都市场景，沈西苓的影片里有很多令观众开怀大笑，至少是

不时发笑的场景。在 《船家女》开场的段落中，杭州西湖的自然美景犹如中国传统的卷轴画一般展现

在观众面前：游客泛舟湖上，涟漪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远山在晨雾中隐约可见。确实，影片开

场的西湖美景显示了沈西苓强烈的 “生蒂门特”、“纯情主义”，或一种 “现实浪漫主义”的倾向。［１］

另外一个表现沈西苓具有多愁善感的倾向的例子，是他根据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来叙述阿玲和高

铁之间的爱情故事。在 《船家女》中，高铁工作之余帮助阿玲和她的老父亲将满船的人摆渡过湖。一

天晚上，阿玲发现高铁在笨手笨脚地补衣服，于是她悄悄溜进他的房间，偷走他磨破的衣服，在缝补

好以后再悄悄放回去。当高铁在房间里看到他的 “仙女／精灵”，并发现她不是别人、而是他的阿玲时，

自然喜出望外。后来，这对恋人在湖上浪漫地约会，在一轮满月下泛舟荡桨。除了简单地愉悦观众之

① 本文原名 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ｌｍａｏｆｔｈｅ１９３０ｓ，节选自张英进编：
《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Ｃｉｎｅｍａ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１９２２－１９４３），中文版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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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沈西苓浪漫的神话故事同样揭示了神话在跨越时代的中国叙事中的持续存在。

一种不同的———当然是更现代的———男性幻想的类型在 《船家女》中得到了详尽的展现。电影一

开始，阿玲年轻的身体就不仅展示在影片中男性观众的注视下，而且展示在当时电影观众的注视下。

窥淫癖在此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在阿玲为三个所谓 “艺术家”的都市花花公子做模特的场景。在宽

敞、摩登的背景下，她面目焕然一新：衣着入时、浓妆艳抹。在极为邪淫的注视下，她先躺在沙发上，

然后嘴里带叼着一朵花站起来，最后双手举成法国油画的姿势站立着。花花公子们轮流拍照和作画，

并打开留声机，借西洋音乐来增强他们 “美感”的享受。很明显，在这个场景中，花花公子享乐主义

的趣味得到了满足，性感化的女性的身体物化为男性艺术才能的具体体现。

从道德的层面上说，这个做模特的场景和上文提及的神话般的浪漫故事之间的差异或许令人颇为震

惊，但是沈西苓所接受的正规的西方艺术训练则可以解释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沈西苓对西方艺术的熟稔体

现在他对阿玲做模特这场戏的场面调度上：在一种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 （二者都带有浓厚的法国 “高雅文

化”风味）的矛盾中，这个场景构成了 “腐朽的”金钱社会逼迫贫苦女子卖淫的第一步；阿玲负债累累

的父亲得了重病，而做模特是她能快点挣钱支付医疗费的唯一办法。《船家女》在一个特写镜头里大力表

现阿玲的痛苦 （她如此担心父亲，以至泪流满面），并从中国的伦理道德出发，谴责西化的艺术家，于是

颓废的生活方式和孝顺的传统美德在此处并置。

然而，人们也许会怀疑，在文本表现的层面上，“道德上的谴责是为了给浪荡子更大的刺激”，［２］因为

这一场面为男性想象的驰骋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当一个花花公子提议阿玲像多数法国油画一样为他们裸体

摆姿势时，剧中人物体验的男性幻想也巧妙地投射或传递到当时电影观众的心上。

此时我们可以探索做模特这个场景中的另一层———也许是无意识的———意义。在把女性的身体物化为

艺术品的过程中，花花公子们同时进行着另一种展现：即把自己当作能够充分欣赏女性之美的 “典范”艺

术家展现在电影观众面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场景表现了隐蔽的男性身体的自恋的追求，这种追求

只能通过男性欲望的被神秘化的对象———女模特肉感的身体———来揭示。

在电影叙事中，做模特和卖淫之间关系的建立是阿玲命运的转折点，但是她躺在沙发上的姿态本身，

就带有中国及西方娼妓文化中丰富的内涵。例如，１９１６年６月的 《小说大观》刊出了一幅同样姿势的上

海妓女的照片，题词是 “春睡”①。在这个意义上讲，“春睡”的姿态就成为西方人像摄影和印刷技术传入

中国后，现代中国的一个公众形象———一个唤起男性 “隐秘”的欲望和想象的形象。但是这种姿态可以追

溯到西方油画的传统。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爱德华·马奈 （ＥｄｏｕａｒｄＭａｎｅｔ）那幅颇有争议的 《奥林匹亚》

（Ｏｌｙｍｐｉａ，１８６５），这幅画有意地改变了此前的古典油画中 “纯真的”姿态，以强调艺术与卖淫之间恼人

的联系。②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船家女》做模特的场景表明了男性幻想成为都市想象背后的原动力的方

式。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时期，妓女常常被选作男性欲望的中心目标。同一时期的另外两部电

影足以突出都市想象的色情性质。在蔡楚生导演的 《新女性》（１９３４）中，一名女作家 （阮玲玉饰）被一

个浪荡银行家和一个敲诈勒索的记者想象为在私人别墅里自愿向他们提供色情服务。当他们走进起居室

时，这名女作家以她迷人的微笑迎接他们，并且立即坐在了她朋友的腿上。在 《神女》开始的一个场景

中，一名街头妓女为逃避警察的追捕而凑巧进入一名赌徒的卧室，在这里，她被迫装作愿意接受她沦为性

伴侣的命运。她理解自己的困难处境，优雅地从赌徒身边走过，坐在桌子上，等着对方为她递上一支香烟

并点燃，然后将烟圈吐在他的脸上。在这两例中，对卖淫的强调不仅唤起男性的性欲 （在电影叙事的层面

５９

①

②

见 《小说大观》１９１６年６月号的插图页。
对 《奥林匹亚》的批判性解读及对娼妓观念的分析，见伯恩海默：《名声不佳的人物》，第８９－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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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且唤起男性叙述的欲望 （在电影制作的层面上）———一种探索和书写神秘的城市女性的欲望。

如果说在 《神女》中，男性叙述的欲望是由一个单一的人物 （校长）来表现的，那么在 《船家女》

中，男性叙述的欲望则是从构成叙事的三个层面上以更复杂的方式来表现的。第一个层次是报纸上关于良

家女子被迫沦入风尘的报道；第二个层次是两位老绅士在西湖边的树下展读报纸，感叹世风日下；第三个

层次是政治活动家在废娼大会上慷慨陈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当年国民政府不时发起禁止无照卖淫的运

动［３］，但是 《船家女》的结构手法有其用意。通过比较这两部影片的三层结构和前面讨论过的公众话语的

三种主要模式，我们可以认识到这部影片所表现的隐含的价值取向：（１）提供信息的模式 （以新闻报道

为例）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人想听到关于罪恶活动的警告；（２）享乐主义的模式仍在进行 （如

影片快结尾处酒宴的场景），但现代嫖客道德败坏，文化素质低下，再也无法与以前的才子同日而语；（３）

说教批判的模式只是作为没有任何实效的虚张声势来表现。电影的开头及结尾处与叙事的主要部分形成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对照，开头和结尾仍是衣冠楚楚的男子向热烈鼓掌的观众发表讲话，而叙事的主要部分是

一批批新的女子从贫困的农村和破产的工厂源源涌入，都市卖淫的现实基本上没有改变。

然而，除了揭示关于娼妓文化的通俗话语中的享乐主义趣味外，《船家女》并不比 《神女》有多大进

步，两者都深深地根植于郑正秋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建立的伦理道德的表现手法。这两部影片一致的叙述模

式是 “名声不好”的妓女必须从 “命运不好”的角度来呈现：《神女》中好心的妓女失去了她的儿子和她

的自由，《船家女》中纯真的阿玲失身并失去了爱情。这种叙述模式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其他影片中也能

看到，不过常常有着更为悲惨的结局：在 《天明》中，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妓女被处以极刑；在 《新女

性》中，被迫几乎卖身以支付女儿医疗费的女作家最后在绝望中自杀；在袁牧之导演的 《马路天使》

（１９３７）中，一个总是在黑暗中行走、在全片中基本不说话的 “苦命的”街头妓女，最后被恶棍捅死。①

可以追溯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的 《阎瑞生》的这种叙述策略，正巧预示了影星阮玲玉的命运，她在 《神

女》和 《新女性》中出演女主角，因此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的上海成为男性幻想的公众 “化身”。关于

她私生活的没完没了、耸人听闻的报道 （遭受两个不忠 “丈夫”的折磨），为上海人所津津乐道。阮玲玉

１９３５年悲惨的自杀，在民国时期的都市想象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更重要的是，半个世纪后，她又以

新的银幕形象重返大陆和香港影坛，令都市部分观众魂萦梦绕。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视角

《神女》之尊崇道德伦理和 《船家女》中美化无产阶级力量 （体现在一个闯入妓院试图营救他所爱的

阿玲的男工人身上）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视角大相径庭。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直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经历

了数十年的暗中存在之后，娼妓文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重新兴起。③ 因此，娼妓文化以更迷人的形式

出现在当代中国的电影创作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关锦鹏 （１９５７—）导演的 《胭脂扣》

６９

①

②

③

对 《新女性》的讨论，见贺瑞晴 （ＫｒｉｓｔｉｎｅＨａｒｒｉｓ）：《＜新女性＞：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文化中的影像、主体及其异议》（Ｔｈｅ
ＮｅｗＷｏｍａｎ：Ｉｍａｇ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１９３０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ｉｌｍＣｕｌｔｕｒｅ），载 《民国中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Ｃｈｉｎａ），第２０卷，第２期 （１９９５
年４月），第５５－７９页；张英进：《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电影的性别话语：形构三部默片中的上海现代女性》 （Ｅｎ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ｌｍ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１９３０ｓ：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Ｗｏｍｅｎ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ＴｈｒｅｅＳｉｌｅｎｔＦｉｌｍｓ），载 《立场》（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第２卷，第３期
（１９９４年冬季号），第６１６－６２４页。袁牧之的 《马路天使》据称是翻拍自好莱坞出品的同名影片 （弗兰克·鲍沙其导演），见詹姆斯

·罗伯特·帕里什 （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Ｐａｒｉｓｈ）：《好莱坞电影中的娼妓文化：３８９部剧情电影及电视电影的情节、批评、演员阵容及制作人
员》（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Ｆｉｌｍｓ：Ｐｌｏ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Ｃａｓｔ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ｓｆｏｒ３８９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ａｄｅ－ｆｏｒ－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北卡罗来纳州
杰斐逊：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１９９２年，第４２２－４２３页。

阮玲玉的自杀在当时轰动一时，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了她在上海的葬礼。见公孙鲁：《中国电影史话》，香港：南天书业公司，

１９７７年，第２卷，第５５－５６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一部关于阮玲玉生平的电视剧在中国播出；１９９１年，关锦鹏的 《阮玲玉》在香

港上映。

见贺萧：《危险的愉悦》，第３２７－３９２页；亦可参见何久基：《在广东卖笑》，第１３２页；及任新：《中国》，第９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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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试图通过比较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对性的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来重构香港的地方史。陈凯歌

（１９５２—）导演的 《霸王别姬》 （１９９３）通过追寻京剧作为一种不断被蹂躏的文化形式的命运，来反思中

国大陆的政治史。① 不同于以前影片中脆弱、柔顺、自我牺牲的妓女形象，近来的影片多塑造意志坚强、

闯劲十足的女性，她们不仅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还要不同程度地把握丈夫或情人的命运。在这两部影片

中，妓女比她们的男性伴侣更加坚强、更加勇敢地追求自她们认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她们再也不仅仅是

观众或电影制作者同情的对象。

除了杨德昌 （１９４７—２００７）导演的 《恐怖分子》（１９８６，讲述台北黑社会中一名危险神秘的欧亚混血

女子）以外，近期中国电影，不管是出自男导演还是女导演之手，都喜欢表现充满魅力的高级妓女而不是

可怜的街头妓女。② 从审美而非道德的层面说，详细地勾勒娼妓文化的动人之处，是为了唤起观众的怀旧

心理。③ 就文本表现来说，现代中国关于娼妓文化的话语似乎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从前：最初是在１９世纪与

２０世纪之交推崇才华出众的高级妓女，继而是揭露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被无情剥削的街头妓女，最后是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重新美化高级妓女文化。也许顾璇 （ＳｕｅＧｒｏｎｅｗｏｌｄ）对现代中国娼妓的评论也适用于当

代中国电影：“卖淫在法律上受到谴责，在辞令上受到抨击，但是在实践中却受到宽容，在现实中只是略

加规范。”［４］在最近的电影表现中，对娼妓文化的道德谴责并没有受到多少注意，即使在修辞的层面上也没

有；相反，以重写中国历史为借口，对娼妓文化的宽容和谅解却投射出一个奇妙的梦幻世界，在这里，逝

去的风尘女子的生活方式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并长存于公众的记忆之中。④

在对东亚的表现上，近来的中国影片与好莱坞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

《胭脂扣》的历史表现背后，是把娼妓文化作为都市众多幻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体验来表现，而约瑟夫·

冯·斯登堡导演的 《上海姿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Ｇｅｓｔｕｒｅ，１９４１）中也能看到这一点。纵观斯登堡的影片和当时

西方文学的表现，我发现亨德里克·德·利奥 （ＨｅｎｄｒｉｋＤｅＬｅｅｕｗ）已经注意到都市生活如梦如幻的特点。

他将颇有诗意的 《迷失的女性之梦》作为他１９３３年对亚洲娼妓的调查报告的序言：

梦是混乱的、破碎的。虚无缥缈的旋律变成奇怪的噪音，女人们的喊叫和哭声淹没了笛音，突然，城

市消退了，东京和横滨、上海和香港，塞得港、新加坡和澳门。梦变得粗糙起来；变换不息的图案光怪陆

离，直到最后，雾中一张张脸清晰地闪耀，成千上万的女孩和妇人的形体赤身裸体地划过地球的表面，她

们绝望地振臂、放浪地大笑、鸦片瘾发了以后颓然地行走。白皮肤、棕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她们吞没

７９

①

②

③

④

对 《胭脂扣》的讨论，见周蕾 （ＲｅｙＣｈｏｗ）：《爱情信物》（Ａ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ｏｆＬｏｖｅ），载 《现代中国文学》（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第７卷，第２期 （１９９３年秋季号），第５９－７８页；李欧梵：《两部香港电影———戏仿与寓言》（ＴｗｏＦｉｌｍｓｆｒｏｍ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Ｐａｒ
ｏｄｙａｎｄＡｌｌｅｇｏｒｙ），载尼克·布朗 （ＮｉｃｋＢｒｏｗｎｅ）、毕克伟 （Ｐａｕｌ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薇薇安·索沙克 （ＶｉｖｉａｎＳｏｃｈａｃｋ）、邱静美编：《中国新
电影：形式、身份、政治》（Ｎｅ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ｎｅｍａｓ：Ｆｏｒｍ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第２０２－２１５页。亦可参见刘国华：《＜霸王别姬＞：历
史、情节剧与泛华语电影的意识形态》（ＦａｒｅｗｅｌｌＭｙＣｏｎｃｕｂｉｎ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ｅｌｏｄｒａｍａ，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ｎｅｍａ），
载 《电影季刊》（Ｆｉｌｍ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４９卷，第１期 （１９９５年冬季号），第１６－２７页。

稍早的另外一例是中国大陆的影片 《知音》（１９８１），叙述高级妓女小凤仙在清末支持国民革命的经历。应当承认，在对妓
女文化的电影表现上，男性导演和女性导演之间存在着性别差异。黄蜀芹 （１９３９年生）执导的 《画魂》（１９９４）更加关注娼妓文化
中富有魅力的一面，而非妓女在妓院所遭受的心理和肉体上的折磨。而李少红 （１９５５年生）执导的 《红粉》（１９９４）则聚焦于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妓女改造，在片中，往昔的辉煌是通过人物的讲述而不是视觉形象呈现的。但是，与其他男性导演一样，黄蜀芹和李少红不

仅仅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 （就像在２０世纪３０年常见的那样）来表现娼妓文化的，尽管她们对女性心理的强调弱化了影片有可能给相
关的男性观众带来的窥淫的快感。对 《红粉》的简短讨论，见贺萧 《危险的愉悦》，第３９６－３９８页；对当代中国女性电影的论述，
见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载 《立场》，第３卷，第１期 （１９９５年春季号），第２５５－２８０
页。

对诸如 《胭脂扣》之类的香港怀旧电影的讨论，见洛枫：《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６０－７５页。

我在此处的论点与贺萧的观察相一致，即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妓女的电影和文学表现中 “没有任何谴责的意思，这颇

引人注意”（见其所著 《危险的愉悦》，第３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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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风景，在狂喜、大悲和暴怒中飘进那个长着黝黑的、贪婪的大嘴的洞里，上面用亚洲各国的文字写着一

个大字：欲。［５］

德·利奥的例子在关于卖淫的公众话语中是很典型的。他著作的主要部分是提供信息的模式，充满了

详细的访谈和第一手资料。但是，尽管抱着道德家的目的 （书的标题 《罪恶的城市》就有批评的意味），

他却以一组亚洲的城市和女性模糊形象来结束充满诗意的 “迷失的女性之梦”。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最后

关于一大群赤身裸体、萎靡不振、歇斯底里的女性飘摇不定地移向欲望之门的个人的幻想，以享乐主义的

方式投射到公众心上，在视觉上与好莱坞对娼妓文化的典型表现非常相似 （例如上文提及的斯登堡的影

片）。显然，德·利奥关于娼妓文化的话语中存在着说教的意图 （公众的）与享乐主义的视觉形象 （私人

的）之间的矛盾，这就如同娼妓文化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矛盾一样。

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视角来看，我们能从德·利奥关于都市想象和亚洲娼妓的联系中得到些什么呢？

当然，“迷失的女性之梦”继续由电影技术创造出来，但是德·利奥关于娼妓文化的罪恶的概念，却很少

在当代中国电影中出现。如今道德几乎不成其为问题，视觉形象似乎是都市想象中唯一占上风的：花酒

宴、华丽的服饰、炫目的珠宝，更重要的是，神秘的都市女郎媚人的微笑。回想起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道

德关怀的缺乏使３０年代的影片 （诸如 《神女》和 《船家女》）中清教般的意识形态取向显得十分独特，

尽管有些幼稚。在我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关于娼妓文化的电影表现并置时，显得最有讽刺意味

的是视觉形象战胜了道德意图。就视觉形象而言，我想以此作结：当代中国电影制作人只是重新发现了清

末民初颓废的享乐主义的氛围，重新操作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电影中意识形态模糊但视觉效果撩人的男

性幻象 （如做模特和街头拉客等场景），然后采用最新潮的好莱坞风格，将之美化、润色、包装为神秘的

东方文化之精华，以充分体现被压抑的———实际上是重新发掘的———中国式的性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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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对中国进行长期观察的夏伟 （ＯｒｖｉｌｌｅＳｃｈｅｌｌ）的看法，中国 “如今已经成为新的亚洲享乐主义的中心”，富有的本地富

翁和海外商人 “不再前往夜店寻求性的满足，而是为方便计，在公寓或者酒店的房间里包养 ‘二奶’”［见其所著 《中国———一个时

代的终结》，载 《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７－２４日，第８６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些新的暴发户而言，娼妓文化再次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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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高高挂》（１９９１）、《摇啊摇，摇到外婆桥》（１９９５）两部奇观电影中得到了展示。对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化景观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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